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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生产关系; 解放后,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重点是陕甘宁边区史, 而海外学者对陕北的地主
经济予以一定的关注。相形之下, 以往对关中地区农业经营方式的研究最为薄弱, 近年来才引
起个别研究者的关注。①








① 陕南地区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论者颇多, 此不赘言; 近年来陕南农业经营的代表性论文如萧正洪《清代陕南的土
地占有关系与农业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 年 1 期。陕北, 1941 年中共中央发表《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 调查
研究达到高潮, 部分成果陆续出版; 海外研究者如河地重造《二○世纪中国の地主一族——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の马氏》,
《东洋史研究》第 21 卷第 4 号,《中国の地方经济——二○世纪、陕北马氏の分析》, 大阪市立大学《经济学报》第 18 期。关中
地区的代表性论文有: 韦苇《陕西关中地区三、四十年代农村雇佣关系的特点及性质初探》,《中国农史》1987 年 2 期; 秦晖《封
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关中模式”的社会历史渊源: 清初至民国——关中农村经济与











表 1 1928 年关中渭南、陕北绥德各代表村所有田地中使用长工经营比较
县份























渭南 5 52712 24310 1 20310 12310 1 20310 50162 100100 91170 23199
绥德 2 07910 43614 34115 141　 191　 32131 55193 42168 15197
　　说明: 11 此表据《陕西省农村调查》表 6、60、140、195 提供数据计算编制, 实际数据精确不统一系原资料
所致。
　　　　 21 谓南田地单位为亩, 绥德为垧, 该调查认为每垧约等于 3 亩。
31 绥德“贫农”中“佣工兼自种”的 8 垧略去。
表 2 1928 年关中渭南、陕北绥德各代表村使用田地中使用长工经营比较
县份























渭南 5 57112 13810 1 20310 12310 1 20310 89113 100100 98188 23180
绥德 3 04017 23210 　34315 141　 191　 60178 55160 57169 10192
　　说明: 此表据《陕西省农村调查》表 36、60、171、195 提供数据计算编制, 余同表 1。
表 1 显示: 渭南“地主”雇长工耕作的面积占其所有土地的一半以上, 而绥德不及 1ö3; 渭
南“富农”的土地全部采用雇工耕作, 而绥德只有一半有余; 渭南“地主”、“富农”雇长工经营土
地之和占其共有土地的 9 成多, 而绥德仅为 4 成; 就雇长工经营土地占各类村户共有土地而
言, 渭南接近 1ö4, 而绥德仅约 1ö6。这里的统计分析表明, 关中的雇工耕作比例明显地高于陕
北, 而且数量差别非常显著。
以上是针对地主、富农拥有土地中雇 (长) 工耕作比例的对比分析, 然而地主、富农使用土
地与所有土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即使用土地等于所有与租进 (或其变形形式)之和, 减去
租出与荒芜之地。为了防止这种偏差导致与上述结论相悖, 对地主、富农使用田地中雇工帮同
耕作比例进行分析, 实用必要! 请看表 2。
根据表 2, 渭南“地主”雇长工耕作的面积约占其使用土地的 9 成, 而绥德约为 6 成;“富
农”的情况与表 1 数据基本相同; 渭南“地主”、“富农”雇长工经营土地之和几乎占其使用土地
·81·
①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陕西省农村调查》, 商务印书馆 1934 年。该调查 1933 年进行, 但仅公布了 1928、1933 年
两年渭南、凤翔、绥德三县的系列数据, 并认定这三县是“调查的代表县份”。当时在渭南、绥德分别调查了 19 与 20 个村庄,
其中各有 4 个村庄是“挨户调查”的, 下文的“代表村”即指这 8 个村庄而言。因利用 1928 年凤翔数据的分析结果与渭南基本
相同, 而 1933 年在陕西为特大自然灾害后的非正常年份, 故未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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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9% , 可以说基本上全部采用了雇工耕作, 而绥德还不足 6 成; 就雇长工经营土地占各类村
户共使用土地而言, 渭南接近 1ö4, 而绥德仅约 1ö10。这一分析再次证明, 关中的雇工耕作比例
明显地高于陕北, 而且数量差别更为显著。
下面比较租佃比例的区域差别。先看渭南、绥德各代表村所有田地的出租情况, 见表 3。
表 3 1928 年关中渭南、陕北绥德各代表村所有田地中出租数量比较
县份














D öA EöB FöC D + E+ FA + B+ C
渭南 24310 1 20310 1 77912 105　 0　 10　 43121 0　　 0156 3157
绥德 43614 34115 60416 20414 3810 510 46184 11113 0183 17190
　　说明: 11 此表据《陕西省农村调查》表 36、171 提供数据计算编制, 实际数据不统一系原资料所致。
21 渭南田地单位为亩, 绥德为垧。
31 以上所列村户仅为出租田地户。
由表 3 可知: 渭南的“富农”没有出租田地, 而绥德的“地主”、“富农”、“贫农”均出租田地;
因此, 绥德的租佃关系覆盖面要比渭南广。这里主要从统计结果来对比, 在绝对值方面, 两地的
主要田地出租者均为“地主”, 因“贫农”出租田地很少, 可以忽略; 在相对值方面, 绥德高于渭
南, 尽管主要的田地出租者“地主”租出田地占其所有田地的百分比, 两地差别不大, 但从总平
均值 3157% 与 17190% 比较, 则差距明显。总之, 从出租田地角度考察, 陕北的比例高于关中。
在概念上, 租出与租入构成租佃关系的两个方面, 在数量上也是对等的。然是, 落实到某几
个村庄, 出租者与承佃者、出租田地量与租入田地量却很少吻合, 这是因为介入租佃关系者常
常不局限于这几个村庄。在我们现在考察的渭南、绥德各代表村中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并且在
绥德还相当严重。故此, 从租入这一角度进行考察同样必要, 请看表 4。
表 4 1928 年关中渭南、陕北绥德各代表村使用田地中租入数量比较
县份














D öA EöB FöC D + E+ FA + B+ C
渭南 1 20310 2 32410 1 90112 0　 27　 132　 0　 1116 6194 2193
绥德 34315 70210 1 76312 4010 515 1 16316 11164 0178 65199 43105
　　说明: 11 此表据《陕西省农村调查》表 36、171 提供数据计算编制, 其中原数据中绥德“贫农”使用田地数
776312 系 176312 之误, 实际数据不统一系原资料所致。
　　　　 21 渭南田地单位为亩, 绥德为垧。
31 以上所列村户仅为租入田地户。
根据表 4, 渭南的“富农”没有租入田地, 而绥德的“富农”、“中农、“贫农”均有租入; 同前面
分析一致, 绥德的租佃关系覆盖面要广于渭南。从统计分析数据观察, 两地“中农”租入田地的
数量均很少, 不具代表性, 予以忽略; 两地的主要租入田地者均为“贫农”, 各自租入田地占其使
用田地的百分比分别为 6194% 与 65199% , 绥德比渭南高出近 60 个百分点, 这也说明在两地
“贫农”所使用的田地中, 绥德主要是租入的, 而渭南不是这样; 从总平均值中观察, 绥德也要比
渭南高出 40 个百分点 (2193% 与 43105% )。因此, 从租入田地角度分析, 陕北的租佃比例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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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地高于关中, 数量差别十分显著。
以上从多方位分别比较了雇佣、租佃比重在关中与陕北之间的差异, 说明关中的雇佣耕作
比例比陕北为高, 陕北的租佃耕作比例远比关中为高。但是, 在关中、陕北同一区域, 使用田地
中采用雇佣制与采用租佃制孰多孰少呢?为此, 还必须就同一地区中的不同经营方式比重再进
行对比分析。有关关中渭南的情况, 请看表 5。
表 5 1928 年渭南各代表村使用田地中雇佣、租佃比较
村户
类别 使用田地数 百　分　比　 (% )





地　主 13810 12310 0 89113 0
富　农 1 20310 1 20310 0 100100 0
中　农 2 32410 0 27 0 1116
贫　农 1 90112 0 132 0 6194
总　计 5 56612 1 32610 159 23182 2186
　　说明: 11 此表据《陕西省农村调查》表 36、57、60 提供数据计算编制, 实际数据不纯一系原资料所致。
21 田地单位为亩。
31 在租入的 159 亩田地中已包括被调查村落“地主”等租出的 115 亩。
由表 5 可知: 在渭南涉及雇佣、租佃关系各农户所使用的5 56212亩田地中, 有1 32610亩
采用了雇佣方式, 占 23180% ; 有 159 亩采用了租佃方式, 占 2186%。显然采用雇佣制的比例高
于租佃制, 而且两者的差距显著。表 6 则具体显示了陕北绥德的情况。
表 6 1928 年绥德各代表村使用田地中雇佣、租佃比较
村户
类别 使用田地数 百　分　比　 (% )





地　主 23210 141 0 60178 0
富　农 34315 19110 4010 55160 11164
中　农 70210 0 515 0 0178
贫　农 1 76312 810 116316 0145 65199
总　计 3 04017 34010 1 20911 11118 39176
　　说明: 11 此表据《陕西省农村调查》表 171、192、195 提供数据计算编制, 实际数据不统一系原资料所致,
“贫农”使用田地总数 776312 系 176312 之误。
　　　　 21 田地单位为垧。
31 在租入的 120911 垧田地中已包括被调查村落“地主”等租出的 24714 垧。
41“贫农”的 810 垧田地系“佣工兼自种”。
根据表 6, 在绥德涉及雇佣、租佃关系各农户所使用的3 04017垧田地中, 有 34010 垧采用
了雇佣方式耕作, 占 11118% ; 有1 20911垧采用了租佃方式耕种, 占 39176%。显然采用租佃制
的比例高于雇佣制, 而且二者的差距比较显著。
综上分析, 陕北的租佃关系比关中浓厚, 关中的雇佣关系较陕北普遍; 在关中, 除自耕外,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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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雇佣方式多于租佃方式, 在陕北, 采用租佃方式多于雇佣方式。需要说明的是, 以上为了增
强资料的可比性, 采用《陕西省农村调查》1928 年的各种数据进行比较, 实际上其他年代、其他
资料也同样证实了我们的分析结论。例如在陕北绥德、米脂, 且莫说“地主”基本上采用“租佃”
方式“进行土地经营”, 即使是人们一向所认为的采用雇工经营最为积极、基本上采用雇佣方式
的“富农”, 也在很大程度上介入了租佃关系。本世纪 4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调查研究认
为,“绥、米富农带有明显的小地主性质”, 根据对“绥德双湖峪及米脂印斗十家富农土地使用的
统计”, 出租与自己经营的土地之比达 215 比 3① (上列各表数据也反映了绥德“富农”的这种倾
向)。在关中, 根据建国初土改时的资料,“关中地区富农出租的土地是很微少的, 平均不足总耕
地量的千分之二, 占富农本阶级的土地量的百分之四”②;“地主的土地主要不是出租 (出租地









1932 年, 由经济方面专家、大专院校教授、新闻记者等组成了“陕西实业考察团”, 分南、北
两路对陕西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据南组成员何庆云报告:“(南郑)以佃农为多, 约占百分之四
十五, 半自耕农约占百分之二十, 自耕农约占百分之十五”④, 根据该考察团最后的汇总材料,
如果从出租的田地面积计算,“南郑田地, 约百分之六十, 均经佃出”⑤。
1941 年 11 月, 西北大学经济系进行陕南五县——凤县、南郑、沔县、城固、西乡农村调查,
根据《陕南五县农村调查》凤县部分⑥, 所调查的“十九家地主中, 六家为收租地主, 十三家为经
营地主”, 乍看起来, 地主中经营田地者居多; 但这是从户口统计划分, 以田地面积分析则不同。
在所调查的 15 村3 728亩田地中,“自耕农”拥有 849 亩, 占 22177% ; 而“地主”拥有2 501
亩, 占 69101% , 可见当地地权集中。该县 15 村租出、租入田地者及其相应数据, 见表 7。
由表 7 可知:“地主”将所有田地2 501亩中的2 206亩出租, 出租比例达 88120% ,“其他”户
36 亩田地全部出租; 这样, 出租田地者租出的田地占其所有田地的 88% 以上, 占各村户所有田
地的 60% 以上, 这说明当地田地所有者的经营方式以租佃制为主, 且比例很大。另一方面,“半







⑥ 西北大学经济系陕南经济调查团:《陕南五县农村调查》凤县部分, 1942 年版。辑入陕西省凤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凤县志民国时期资料汇编》, 1986 年版。
陕西实业考察团:《陕西实业考察》陇海铁路管理局 1933 年版, 第 494 页。
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杭州新新印刷公司 1933 年版, 第 45 页。
严克伦、白治民:《咸阳专区土地改革基本总结》1951 年 5 月 31, 同上书第 55 页。
马明方:《关于陕西省土地改革和一般工作任务的报告》, 1950 年 8 月 23 日陕西省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
《陕西省土地改革资料汇编》第一集第 9 页, 陕西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 1951 年。
柴树藩、于光远、彭平:《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第 111 页至 115 页。该书初次出版于
194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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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 这样, 租入田地者所使用的田地中有 70% 以上是租自他人的, 占各村户使用田地的
36%。另外, 被调查村落的租出 (2 242亩)与租入 (836 亩)之间尚有1 406亩的差距, 说明田地出
租者向被调查村落以外大量租出田地。这些都是当地租佃制盛行的具体见证。






类　　别 所有田地 租出田地 租出百分比 (% )
地　　主 2 501 2 206 88120
其　　他 36 36 100100
合计ö平均 2 537 2 242 88137






类　　别 所有田地 租出田地 租出百分比 (% )
半自耕农 582 240 41124
佃　　农 596 596 100100
合计ö平均 1 178 836 70197
各村户总计ö平均 2 322 836 36100
　　说明: 此表据《陕南五县农村调查》凤县部分提供数据计算编制, 以上所列村户仅为田地租出 (入)户, 田地
单位为亩。
该调查并未明确说明被调查 15 村究竟有多少田地采取雇佣方式, 但上述租佃比例如此之
高足以反映出佣雇方式的薄弱; 而且从“雇农”、“佃农”的户口统计可知, 前者 18 户, 后者 44
户,“雇农”亦少于“佃农”, 何况租地者还有“半自耕农”。
诚然, 陕南各县的租佃比重并不相同, 据本世纪 30 年代《中国经济年鉴》所公布的数据,
“留坝农户三分之二为佃地贫农。南郑自耕农仅占百分之一五, 城固自耕农所种面积占总耕地
面积百分之三八”①, 甚至一县内的不同区域也有差异, 安康“东区佃农占百分之三十一, 南区
占百分之四十三, 西区占百分之二十七, 北区占百分之三十二, 平均全县佃农占百分之三十
三”。② 但是从中不难发现, 租佃制盛行在各县却有一致性。其中城固的具体数据见表 8。








自　耕　农 11 180 136 644 52137 37190
佃　　　农 9 580 148 016 44187 41106
半自耕农兼佃农 590 7 584 2176 21104
合　　　计 21 350 360 500 100 100
　　原料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第七章《租佃制度》第十二节《陕西省》。
众所周知, 不同派别甚至同一派别在不同时期, 对村户成份 (如地主、富农等) 的界定是有
·22·
①
② 《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第七章《租佃制度》第十二节《陕西省》, 1936 年。当地的租入田地者还有“半自耕农”, 未计在
内。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第七章《租佃制度》第十二节《陕西省》,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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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 所以以上分析尽量避免单纯的村户成份数量对比, 而主要着眼于田地的雇佣、租佃耕
作数量及各种比例。从中可以看出陕西的雇佣、租佃比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 实际上代表




关中雇用短工很普遍, 根据临潼县的记载, 解放前雇工市场有一定规模, 大的市镇一般均
有“人市”, 即“忙工会”,“每年夏秋大忙时, 有出卖短工者, 公摊几个头目, 以组织短工们的食
宿、交易市价、揽活、搭配劳力等”①。原属泾阳县的鲁桥镇修有镇志, 其中记载有该镇孟店堡巨
富周占奎代本地人支付“麦佣”佣金之事。②其实这种“麦佣”即为关中人所称道的“麦客”, 至今
仍然盛行, 他们在关中自东而西, 受雇为当地人抢收小麦。夏收工作量大, 时间紧, 向有“龙口夺
食”之说, 加之部分田地还需及时夏播, 一般农户的家庭劳动力不敷使用, 故对雇工的需求具有
普遍性; 而关中小麦的成熟又是先东后西,“麦客”既可出外受雇以增加收入, 届自家麦熟之时
再返乡收种, 不会耽误农时, 故愿为“麦客”者亦多。于是这种季节性的雇工出现于关中的大小
村落, 受雇于千家万户。本世纪 30 年代的有关雇佣习惯调查, 就记载了关中至陇东一带的“麦
客”③。这种雇工的最初出现尚不清楚, 但至少清代前期的关中就大量存在, 乾隆《宝鸡县志》
载:“麦秋刈获, 必需麦客, 其人俱秦陇之民, 自西徂东, 良莠不一”④。“麦客”只是关中农业短工
的典型, 其他时期、其他用途的短工也程度不同地存在, 樊增祥清末时在关中做官多年, 所遗
判、牍中有多起雇工案例, 例如, 光绪某年, 赵玉祥“受雇与程冯氏看守瓜地”, 被吴连升殴伤。⑤
其他材料也反映了关中雇工耕作的大量存在。乾县,“无论贫富, 向皆以耕织为本: 贫者专
藉耕织, 富者半皆雇人工作”⑥。岐山,“即无田可耕, 亦必佣工以资存活”⑦。这些受雇者不仅包

















βκ 《土地基本情况及土地分配的初步意见》, 1950 年。咸阳市档案馆, 中共咸阳地委永久卷, 全宗第 13 号。笔者感谢该
馆工作人员在查阅档案中提供的方便。
《陕西宪政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报告书》民情类第 25 页。
拙文:《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 年 1 期。
《陕西宪政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报告书》民俗类第 11 页。笔者据该“报告本”副本, 系宪政编查馆咨议员、陕
西宪政调查局总办饶智元编辑。
《陕西宪政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报告书》民俗类第 8 页。笔者据该“报告本”副本, 系宪政编查馆咨议员、陕西
宪政调查局总办饶智元编辑。
樊增祥:《樊山公牍》卷 2《移西安电报局》, 上海广益书局 1913 年版。
乾隆《宝鸡县志》卷 12《风俗》。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中山文化教育馆 1935 年版, 第 50 页。
《续修鲁桥镇起》卷 6《列传一》, 1923 年西安精益印书馆刊行。
《临潼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 0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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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中陇县、武功等县, 存在“给田地使用权以代工资”的雇佣形式,“乃雇主给以田地若干







提。而且, 关中的这种雇佣关系还比较保守、落后, 雇工“在农暇时, 亦须在雇主家服务”, 在“陕
西武功与陇县”, 便是“如此”。③
另一种落后的雇佣关系是所谓的“养老长工”, 主雇“双方议妥, 雇主供给食住, 不予工资,
(长工) 年老不能工作时, 雇主负生养死葬之责”, 诚如研究者所言,“惟此种长工近于家奴而非
养老恤贫之真意耳”。“陕西渭南县亦有此种长工”。④
再一种是所谓的“娶妻成家之长工”。樊增祥于光绪末年任陕西布政使期间, 就处理过这样
一个案件: 商州人傅祥受雇于临潼县庶民董道新家, 因雇主能力欠佳, 故其妻对傅祥倍加倚重,
被樊氏称作“竟视雇工傅祥如其夫, 而且以其夫董道新为雇工”; 听临潼县令讲,“去年课民种
树, 傅祥掇凳高坐, 而令道新刨土培根”, 说这“不但翻云覆雨, 抑且覆地翻天”; 至于给傅祥“娶
妻室”说“世间怪事至斯而极”。樊氏认为傅祥所做所为颠倒了等级秩序,“公然奴为主而主为
奴, 似此不平, 令人发指”, 原本想“将 (董)道新故妻与傅祥一同杖毙”, 考虑到如此“未免骇人听
闻”, 最后“从轻”发落,“即将傅祥锁系十年, 仍令学作苦工, ⋯⋯道新之妻某氏, 丧良无耻, 应令
降为妾媵。”⑤
最后, 还有一种“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 人工有余, 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
人, 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 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 为其长年雇工, 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
田地, 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地之多少成反比例。⋯⋯佣工所带田地之
亩数多在壮农每年能耕亩数之下。”从雇主而言, 那些不足雇—长工耕种的自耕有余田地既可
以雇人而全部耕种, 而所付工资又少于一般长工; 从雇工而言, 田不足却力有余, 多余之力可以
适时地挣取工资, 但又不会因此而放弃耕种自己田地; 因此这种雇佣关系似应在田地自耕自余
而余不多, 力有余但自己又拥有一定田地的农户之间流行。例如渭南县“田地较少之农户, 可以






⑤ 樊增祥:《樊山政书》卷 18《批临潼县禀》, 金陵汤明林聚珍书局 1910 年印行。该处资料并未明确说明主雇双方事先
达成“娶妻”协议, 但文中双方是以“主”、“奴”相犯来判断处理的; 若不是“娶妻成家长工”的话, 则说明当地雇佣关系存在的
问题更加严重。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 39 页。该书第 33—37 页列举各地的事例, 就可以说明这种雇佣关系的
复杂性, 例如湖北枣阳就供给长工若干田地与房屋, 且所给“田地中之作业多由雇主方面担任。肥料须雇工自备。”可见所有
田地基本上统一耕作。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 36 页。该书第 33—37 页列举各地的事例, 就可以说明这种雇佣关系的
复杂性, 例如湖北枣阳就供给长若干田地与房屋, 县所给“田地中之作业多由雇主方面担任。肥料须雇工自备。”可见所有田
地基本上统一耕作。
陈正谟曾认为该形式,“实属农工雇佣形式中之最良者”, 前揭书第 88 页。近年来的论文可参陈廷煊:《近代中国农
业雇佣关系的封建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 年第 3 期; 史建云:《近代华北平原地租形态研究——近代华北平原租佃关系
探索之一》,《近代史研究》1997 年 3 期。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 33 页。





曰点工”; 不过, 当地还是以租佃制为主,“全县田地多佃种, 贫农以佃为产”。② 在秦岭山区: 孝
义厅 (柞水县) 晚清时“富有资者, 雇工耕作, 主人督理其事”, 而“贫无力者”于邻近农家各抽一
名壮丁,“约为工班, 领班者名为包头”。文献将其列为“同力合作”组织, 至于“工班”劳动后是否
付酬, 并未明确说明。③ 而与柞水县相邻的镇安县, 1926 年印行的县志将“包头”所带领的工
班, 列为短工组织,“劳动苦工恒聚食力之丁三十、五十不等, 领班一人名曰包头, 雇工者由包头
分派, 工值亦由包头领给, 每工一值, 包头抽钱数文⋯⋯”。当地的民间互助组织, 则另有称呼,
“农用忙时, 班工不敷用, 招集里党人相助, 或数十、或数百, 如期而至⋯⋯不给工值, 名曰挞锣
鼓”。④ 实际上, 各地短工有不同称谓, 如与镇安镇为邻的山阳县,“而佣趁雇工则谓之塘匠”⑤;
至于上述的民间互助形式, 在秦岭东部, 更是由来已久。⑥ 在陕南南部的米仓山、大巴山, 雇佣
制也是比较罕见, 定远厅 (镇巴县)“年工曰长年, 月工曰月伙”, 而当地也是以租佃制为主,“厅
治田地多佃种, 贫民以佃为产”。⑦ 需要指出的是, 当地实际生活中的封建束缚还相当浓厚。光
绪末年, 定远厅庶民地主张癡耀, 嫉恶胞侄张碧绿分了自己家产, 且恩将仇报, 将其谋杀, 资料
记载,“癡耀贿人毙侄, 其雇工张文绪仅给包谷斗余, 李得法等则许钱百串。”⑧雇工仅以斗余玉
米而去谋害他人, 说雇主无肆意役使、雇工无迫于雇主威势, 谁能相信! 此事发生在 20 世纪初
期, 而根据法制史研究, 此前的光绪初年, 没有主仆名分的雇工已经“从雇主家长制统治下解放
出来。”⑨ 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 在陕南各地, 似乎秦岭东部的雇佣关系相对较多一些。
陕北地区。该地区有关雇佣关系的资料亦不多见。在《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中, 对杨家
沟马维新的单独分析达 11 章之多, 其中仅一章介绍马氏的“雇佣劳动”, 其余各章主要讲土地
积累及租佃关系。事实上马维新的上千垧田地中, 仅百余垧在本村, 其中仅仅 5～ 8 垧自种, 田
地基本上都是租给佃户耕作的; 马氏每年都有若干的雇工开支, 但之所以雇工未必是出于耕种
田地的考虑,“有男长工 (这里叫‘伙计’) , 男短工, 女长工, 女短工, 各种匠人, 奶妈, 洗衣妇, 童
工等”, 从 1916 到 1941 年, 最多时雇“长工”4 名, 一般只是 2 名或 3 名,“长工平日工作为担
水、扫院子、扫厕所、推磨、喂牲口、驮炭、‘跑打’(打杂)、接送客人、铡草等”, 而短工中有些是
木工、石工、铁工、柳工等, 其他的短工, 有些受雇时期也不在收播季节。总之, 马氏用于农耕生
产的雇工相当有限。另根据本世纪 40 年代的调查研究, 米脂等县的大地主在农忙季节需要雇










⑨ 魏金玉:《试说明清时代雇佣劳动者与雇工人等级之间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 4 期。
樊增祥:《樊山政书》卷 11《批定远厅禀》。
光绪《定远厅志》卷 5《地理志第六》。




光绪《孝义厅志》卷 3《风俗志》, 孝义厅 1913 年改县, 次年改为柞水县。
民国《西乡县志》第 13《实业志》。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需供状况》第 3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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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时雇用若干短工是不言而喻的, 这进一步说明马氏雇工在农耕生产方面的有限性。①
在陕北绥德、米脂等地, 雇工的“工资均以货币计算”, 其中“年工领工资的时间, 多是年初
付一部分, 六月以前付清”。②当然这是一般情况, 实际操作则有一定的灵活性, 如马维新“长工
工资是零星的支付, 到年底结清”, 而且长工“取工资时, 取粮取钱均可, 均依市价折算”; 另外,
也采取其他形式, 如给部分工资的同时, 出租若干田地而少收地租, 甚或是全部采取出租若干
田地而不征收地租。③ 据本世纪 30 年代的调查, 这种“给田地使用权以代 (长工) 工资”现象除
米脂县外, 在宜君县也存在, ④宜川县志对其亦有记载,“⋯⋯地主雇用雇农耕作, 不给工资, 另
以地若干亩给与雇农耕种而不收租”。⑤ 陕北也有“娶妻成家长工”, 俗称“站年汉”,“乡民有因
年老子幼, 操作无人, 往往雇客民或土著为之佣工; 如该工人妥实可靠, 雇主央人说合, 将其数
龄幼女许之, ⋯⋯女无聘金, 男无身价, 其婿即在岳家劳动数年、或十余年, 俟女及笄, 始行完
娶, ⋯⋯此等习惯, 实系贫民无力娶妻, 迫而为此”。⑥由此亦可看出, 如果说上文例举发生在关
中临潼的此类事例尚有可能是偶发的话; 那么, 在陕北一些地方, 此类现象已是当地的习俗。
与长工相比, 陕北短工的数量要多得多。在无定河流域, 有“春天向上收, 秋天向下收”之
说, 即“雇农在麦收时, 沿无定河流域向上收割; 在秋收时, 沿无定河收割下去”⑦。陕北南部与
关中接壤, 这一带在清代中期短工就比较多,《秦疆治略·耀州》记载,“山后一带多半客民, 每
遇获麦耕田, 均顾 (雇)觅闲人, 名曰塘匠”⑧。在关中大量涌现的“麦客”, 在陕北南部亦时有出
没, 洛川,“流动受雇收麦者曰麦客子”⑨, 讃州,“每届麦熟之时, 趁佣割麦者麇至。”βκ 这里的短
工有不同的求雇方式, 如延长县的“拉工”之法,“由农工纠合十人为一组, 有领袖一人, 与雇工
接洽工作。工资由当地绅士决定。工作时, 仅九人, 领袖不参加。然雇主每日须给领袖一份工
资。天雨无雇主时, 领袖须供给组员之火 (伙)食”, 这是“雇用短工而又无雇佣市场之县份”“劳
力之雇佣程序”之一; 另外在宜川,“无雇佣市场, 农工求雇, 多系登门访问。”βλ 可见, 陕北南部
短工虽然有一定的需求与规模, 但还没有形成短工市场, 与关中如临潼的所谓“人市”相比, 尚
存在一定差距。联系上文对陕南雇佣关系的分析, 镇安县之所以由“包头”来接洽工作, 与关中
有别, 而与陕北的延长等县相似, 都是短工市场形成之前的求雇形式。

























延安农村调查团:《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中“马维新的雇佣劳动”一章及第 70、第 119、第 32 页, 三联书店 1957 年版;
柴树潘等:《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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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租佃关系
陕南地区。本世纪前期, 小农佃耕依然构成陕南农业经营的主导形式,《中国经济年鉴》记
载, 宁陕“农业多属佃农制度, 地主只收租稞, 并不耕种”, 由佃户承种纳租; ①安康“耕者大半无
地, 有地者大半不耕, 虽有自耕农实居少数”;“汉中各县”,“包括南郑, 安康, 城固, 西乡, 白河
⋯⋯褒城等二五县而言, 各县以佃农为多”②。这里的“汉中”, 是指 1913 年设置的汉中道, 除辖
有原汉中府所属的 12 县之外, 还包括今安康地区境内的 10 县以及商洛地区的镇安、山阳、商
南 3 县, 基本上囊括了陕南的绝大部分地区, 该地区各县一般是佃农最多, 租佃制度盛行。
晚清时期, 租佃关系中的押租制获得了高度发展。押租制在陕南最早出现于何时, 目前尚
不能确定, 但至少清代中叶已在当地被规范化、制度化。押租在陕南名目不一, 晚清以来逐渐具
有普遍性, 洋县、洵阳、宁陕等县习惯,“(田主) 于缔结租佃契约时, 核计每年稞石之多寡, 先令
佃户缴纳顶手钱若干”(“顶手”即押租) ,“顶手钱又名顶收钱、佃手钱、扯手钱, 亦曰寄庄钱”③,
西乡县,“议佃之初有押租钱, 亦名押佃, 又名顶首”④, 押租数额一般视租额而定, 镇安县“贫民
佃地, 地主视纳若干索取押金, 名曰扯手, 又名寄庄”⑤。伴随着押租制的普遍化, 这种租佃形式
在陕南得到长足发展, 至迟于光绪年间, 在定远县已经确立了押租与佃户交租之间的比例关
系,“议佃之初, 有押租钱, 其钱数较租稞为多寡。如水田押租钱十千, 折租谷四, 五斗; 旱田过
之。至山坡地押租钱十千, 有折包谷租一石者, 则佃客所得恒多; 甚至押租屡加, 租稞愈少。”⑥
地主事先收纳押租, 其基本意图是防止佃户日后欠租, 有押租在手, 地主就取得了经济上







既然当地的契约格式如此, 那么其各项原则在当地具有普遍性, 可以看出在押租制之下, 不管
“天干雨霖”, 佃户须按时、按质、按量交足田租。但是佃户交有押租,“即能少纳租课”。⑧甚至正












⑨ 光绪《定远厅志》卷 5《地理志》, 民国《西乡县志》卷 13《实业志》。
《陕西宪政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报告书》民事习惯类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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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苦工、顶手之价重, 土地之价轻”①, 在交纳押租才能租种田地这一条件下, 普通佃户因无钱
交纳而称贷于人, 有积蓄者因此而影响了对土地的投入与佃地规模, 这是押租制局限性的一
面; 另一方面, 押租制进而转化为佃户争取自己利益的合法手段, 佃户因此可以少交田租并加
强了对租入田地的控制。甚至其中的一些佃户不仅拥有对租入田地的永佃权, 而且拥有对使用
权的转让, 在陕南略阳、紫阳等县, 这种现象当地称做“永顶”,“例如甲有荒地若干, 凭中受价出
顶于乙, 连老契亦交乙收执。其顶约内注明, 每年业主只向承顶人收取租银或租�若干, 不得回




南, 永佃权至少清代中期就已存在, 并伴有偶然的、或不自由的转佃行为, 其向自由的、得到社
会公认的转佃行为的转化, 则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押租制获得高度发展的同时, 也意味着其衰落的开始, 1941 年西北大学经济系在陕南五
县调查时, 凤县“押租制度近年已不甚普遍, 只行之于一些优等田亩, 而且数额亦极有限”。③
押租制获得高度发展并趋于衰落只是陕南租佃制度化的一个主要方面; 另一个主要的变
化是定额租的减少与分成租的增多。据研究, 陕南在乾嘉道时期, 地租以“定额租为主”, 但到清
后期分成租“却流行了起来”。④ 清末文献中, 已开始对分成租予以关注 (此前文献中绝少有该
方面的记载)。至本世纪, 这方面的记载更多, 洋县、洵阳、宁陕等县,“凡佃种田地, 佃户应给地
主租稞, 约以田地每年所获主六客四为准”; ⑤民国《西乡县志》有关分成租的描述与定远相同;
而且, 根据 40 年代对凤县的调查, 该县被调查村落均以分成租为主, 定额租为辅, 基本上采取
了分成租形式 (见表 9)。
表 9 1941 年凤县 8 村庄实物地租成份
河口乡 4 村 分成租 定额组 铁林寨 4 村 分成组 定额租
陈家岔 80% 20% 河池村 87% 13%
王岩村 89% 11% 王家坪 94% 6%
国安寺 93% 7% 草店子 97% 3%





对化, 实际上在采取分成租的情况下也存在押租, 例如 30 年代的安康,“包租 (即定额租) 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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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亦于每年更订。”① 相形之下, 只是分成租中实行押租制不及定额租普遍且押租数额较少而
已。在押租制初起时, 定额租是其逻辑前提, 但当押租制盛行后, 定额租就不必是押租制的必备
条件。然而, 就陕南一般情况而言, 押租通常出现在定额租制中, 有些地方的分成租事先并不收
取押租, 商南,“凡租地耕种者, 应与地主出立稞约, 载明每年夏纳麦稞若干, 秋纳包�或杂粮若
干, 并出寄庄钱若干, ⋯⋯至租地时言明见籽均分者, 则无寄庄钱”。②在此情况下, 陕南押租制
的衰退与定额租的减少是一表一里、相辅相承的, 而定额租的减少相应的是分成租的增多。
货币地租比较少见, 在西乡、定远,“坝地有麦棉杂粮两季收成, 多取钱租”。③ 一般是在族
田、公地等类田地采用, 安康,“所谓现租者言明每亩耕作一年, 出租洋几元, 此种多用于宗祠庙
产或公地等。”④西北大学经济系 1941 年凤县调查后宣称,“在我们调查区域内并无货币地
租”; 但却有劳役地租的残余,“佃户每年须为地主服役, 只给膳食不给工资”⑤。而且, 陕南各地
的有些佃户除按规定纳租外, 还必须在某些时候向地主送礼,《中国经济年鉴》记载,“汉中 (指
汉中道——笔者) 佃户”,“正租以外, 并须献敬地主年礼节礼。”⑥30 年代的研究也证实了陕南
佃户地租之外各种负担问题的严重性,“陕西南部至今尚有力役之剥削, 即佃农有为地主作工
之义务。每年平均数十日, 乃无工资之义务劳动。即本人家中或事业 (如经营小本贩卖)不能分




蒙汉分离政策, 规定长城以北 50 里为禁留之地。康熙三十六年, 清朝准许汉人租种部分禁留之
地, 这些租地汉民前去耕种时, 若干户聚居一处, 犹如内地的村庄, 是为“伙盘”,“伙盘”民人出
口种地, 定例春出冬归, 暂时伙聚盘居, 因以为名⋯⋯犹内地之村庄也”⑧; 这些人所租种的土
地, 称作“伙盘地”。乾隆初年,“总兵朱国正奏准, 民人有越界租种蒙地者, 随蒙人便”, 政策进一
步放宽后,“出口种地之民遂倍畴昔”。⑨ 据《河套图志》记载, 陕北上述 6 县“伙盘”曾达到1 942
个, 居民16 100余户, 已开垦田地达1 427 751亩。βκ 这种租佃关系有如下特点: 首先, 田主与佃
户分属两个民族, 即蒙古族与汉族。其次, 范围限制在原来蒙汉禁留地之内, 田地所有权原则上
比较稳定,“边墙五十里内为伙盘地, 准汉民向蒙旗租种, 不准价卖; 且限以界牌, 不准越里数之
外”βλ。再次, 实行押租制,“招民开垦之初, 均有押租钱文, 并未立有年限”βµ; 后来逐渐地演变
为永佃制, 如靖边县在光绪年间,“今县民多租耕边外伙盘地, 世业其业”。βν 最后, 地租形态中













光绪《靖边志稿》卷 4《杂志第十一》; 当然, 永佃制与长期租佃、甚至世佃在租佃时限上有相似的外观; 但是, 这种蒙
地开垦并不限于陕西, 比如热河等地也存在, 并且“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是采用永佃制”。参刘克祥《清代热河的蒙地开垦和永








《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 1222 页。民国司法行政部 1930 年 5 月印行。
④ ⑥　《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第七章《租佃制度》第十二节《陕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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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垧为一犋, 每年出租银四钱八分或五钱四分”。①当然, 这是由于清政府政策的影响及历史遗
留而在某些地区存在的比较特殊的租佃形式, 其他更多存在的是一般的租佃形式, 1942 年中
国共产党在神府县 (即以前的神木、府谷)的调查指出, 当地“在土地革命前, 是土地所有的集中
与土地使用的分散之间的矛盾”;“地主”与“贫农”之间一般结合为“租佃关系”。②
陕北北部还存在着另一种特殊的租佃形式, 当地称作“安伙则”、“按庄稼”或者“安伙子”,
承佃人被称为“伙子”。这种租佃形式有以下特别之处: 第一, 地主除提供田地外, 还要供给“种
子、肥料、牲畜、农具等一切, 而伙子只出劳动力”,“当时凡伙子平日吃用的粮食、柴炭, 都由地
主抵垫, 到秋收后才清还”; 而且偿还时并不附加利息。“伙子所住土窑”, 也大都由地主提供。第




雇佣制非常接近; 但是也有不同之处: 其一, 在雇佣制中只有一个生产经营单位, 即地主, 由地
主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直接操纵一切生产活动; 但“按庄稼”则由伙子安排农耕生产,“自己成为
一个小生产者的农业经济单位”。地主主要是对伙子所种田地出产物的具体数量进行监督, 一
般不直接干预具体的生产过程。其二, 雇农提供自己的劳动力, 从而直接获得相应的报酬, 地主
从自己的收入中支付雇工工价; 而伙子提供自己的劳动力, 是用以换取以“按庄稼”形式来耕种
地主的田地, 是伙子对“无息”借用地主生产、生活资料的补偿, 且这种补偿在数量上未必具有




















⑤ 《绥德, 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47 页。又延安农村调查团 1942 年在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据马维新谈, 伙种形
式, 平常存在于‘小户户’之间, 大地主一般不采用这种形式。”《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 117 页。
谢觉哉:《怎样限制夥种按庄稼调份子的剥削》,《新中华报》1940 年 7 月 23 日、7 月 30 日。
以上资料分别见《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 109—117 页;《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50—53 页。
张闻天:《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9 页, 第
44 页。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 27《田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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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德、米脂一带的“伙种”比较典型, 这种经营方式在陕北其他地方也有存在, 如陕北北部
的神木县,“伙种人田者有二类: 一田主出牛籽, 己出工力, 所获之粟二分均分; 一田主不出牛
籽, 秋后视地之肥瘠, 或三七、或四六付租粟。”① 等等。
广义的“伙种”尽管在陕北一些地方或多或少地存在, 但从租佃关系的总体而言, 属于次要
形式, 而实物定额租才“是一种统治的租佃形式”。40 年代对陕北绥德、米脂的调查研究认为,
该地区“最主要的租佃形式, 按其性质来说, 就是一般所说的定租制 (死租制或铁租制) , 佃户向
地主取得土地使用权, 地租是按土地单位 (垧或亩) 计算的, 不管收成的丰歉, 佃户都应当交足
议定的地租。”除实物分成、定额租外, 也有“一小部分钱租”,“作为一种物租的例外而存在着。
要钱租的, 多是兼营商业的地主, 或者是坟会地 (宗教祭田) , 其存在的地区, 多在城市附近。”由
于“钱租多半是预收的”, 所以事实上存在预租, 但这类预租更是少见。②
在绥德、米脂,“租约上不限定租期”, 但“从来没有永佃权的习惯, ⋯⋯地主可以随时倒换
租户, 不受限制”③。这样, 若地主对佃户不满意, 则仅仅依据自己的意愿而撤佃, 造成租佃关系
动荡; 另一方面, 佃户对撤佃很担心 (甚至在共产党开展“减租工作中”,“农民对地主夺地表示
害怕”) , 从而被迫全面接受地主的条件与要求; 若此则地主撤佃已无必要, 从而出现长期租佃。
根据对米脂县杨家沟调查,“马瑞唐本村租户的变动是很大的”; 但其“外村租户, 由地主方面主




的。”⑤ 在不是永佃制的情况下, 租佃关系保持多年、甚至几代人而稳固不变, 说明了当地社会
流动的缓慢、自然经济的牢固, 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些佃户对田主人身依附的长期性与严重性。
陕北南部, 地权相对分散, 租佃制较少; ⑥地租形态以实物定额租为主, 分成租与货币地租
不多见。中部县“出佃土地者, 多因无力耕种, 而衣租食课之地主甚少, 故租佃问题并不严重”,
除收纳实物定额租外,“另有分租法”,“至银钱租, 仅有菜园”。⑦宜川县除依据田地质量收取数
量不等的定额租外,“尚有纳钱租与分租之制”; 租地时“不交纳保证金及抵押品, 且多有不书约
据者”。⑧洛川县“地主佃农成交, 仅须向中人言明每年每亩纳租若干, 不立文契, 亦无押金及抵
押品”;“永佃权, 则甚鲜见”,“租地例无定期, 佃户之得续耕与否, 全凭地主之意”。⑨
关中地区。该地区以小农自耕为主, 佃耕比例最低, 咸阳县,“自耕农最多, 占农户百分之六
十。雇农次之, 佃农最少。凡出租田地者, 多为‘不在乡’田主”; 三原、泾阳等县, 这种不在地主
出租田地在关中还比较显著,“佃耕制占重要地位, 因田主多居城市, 出租土地者多”。βκ 这种现











βκ 《中国经济年鉴》第七章《租佃制度》第十七节《陕西省租佃惯例》, 1934 年。
民国《洛川县志》卷 8《地政农业志》。
民国《宜川县志》卷 8《地政农业志》。
民国《黄陵县志》卷 8《地政农业志》, 中部县 1944 年改名黄陵县。
正因为如此, 本文所谓的陕北租佃制盛行不包括陕北南部, 为行文方便, 在正文中并未特别说明。
《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45 页。
分别见《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第 91—95 页, 第 70—71 页。
《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45 页。
《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第 52 页, 第 43 页, 第 44 页。
《神木乡土志》卷 4《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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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一些土地则出租于人, 光绪《三原县新志》载:“卑县富户, 全恃贸易, 每家仅有墓田数十亩,
皆给予守墓之人耕种, 并不取租, 只令纳粮。”①不过, 陕商在晚清时已日趋衰落,“不置田地”又
是其显著特色; ②因此, 这种租佃形式不仅与一般的地主制租佃有别, 而且在数量上亦有限。除
商人原有的土地一般是租出外, 族田、义田、学田等通常也是租佃耕作的, 例如在渭南县, 光绪
年间, 杨邦彦租种“祠堂公地”; 郭其瑛租种“王炳焱祖遗义田”; 冯修安租种“景贤书院”的田地,
等等。③ 该时期, 关中的这类土地也不多, 由此而产生的租佃关系也是有限的。实际上, 关中地
权分散, 以小农自耕为主, 出租者与承佃者均较少。
田租一般分为夏、秋两次交纳, 麟游,“田地少者自行耕耘, 多始招佃承种, 令佃户每年按
夏、秋两季交租”; 有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 后者较多存在于优等田地或学田等, 兴平“有亩出钱
三串或租一斗者, 以水、旱异”; 高陵“渭以北多旱田, 租用谷; 渭以南多水田, 租用银”; ④光绪年
间乾州的“乾阳书院, 旧有捐地一顷四十余亩, ⋯⋯每年收租钱三十余串”。⑤从总体而言, 关中
地租以实物定额租为主, 分成租与货币地租均很少, 一般的文献讲到地租时绝少提到货币地
租, 咸阳, 佃农每年“纳租谷”若干,“行分租者不多”; 三原、泾阳、高陵,“缴租大都为定额”, 每亩
粮食若干。⑥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⑦
关中也存在押租制。韩城,“租地耕种, 亦先缴纳押租, 旱地一竿, 水地二、三竿, 以防拖欠租
稞, 预交保证金以为信用, 将来追佃, 仍取回押租银”; 高陵,“水田亦有顶手银, 曰押租, 约准年
租之半”。永佃权至迟在晚清时已经出现, 尽管宝鸡县有资料说,“至租地耕作亦有永不作用之
习惯, 但存续期间尚无法律规定”; 但在民间, 永佃权已成事实, 华州,“即租田一事, 每年纳租自
可在其地建舍筑圃, 契约期限亦数十年, 法制中地上权、永作权亦不外乎是”; 最重要的一点是,
地主不得随意辞退佃户, 大荔,“租种人地, 每年租无拖欠, 则建舍筑场皆可作主, 虽契约注限数
十年之久, 地主不得无故辞之”。⑧当然这只是个别租佃关系中出现的进步因素, 并不是说大部
分的佃户拥有永佃权, 也不排除关中租佃关系中落后因素的存在, 在现实生活中, 甚至地主还
侵犯佃户的人身安全, 樊增祥曾在田主杨生财的呈词上批到,“尔一鳏夫, 无故将佃户之妻留在
家中, 同食同度; 谓为无奸, 其谁肯信”! ⑨
综上所述, 陕南以小农佃耕为主, 有些佃户取得了永佃权, 甚至个别的还拥有了“田面权”;
不过, 押租制获得高度发展并走向衰落、定额租逐渐减少而分成租增多是基本趋势。陕北租佃
制普遍, 形式多样, 既有蒙汉两族在“伙盘地”中实行押租制, 收取货币地租, 也有帮工佃种制,
甚至普通农户之间也采用租佃形式; 在一般的地主租佃制中, 地租以定额为主, 分成次之。关中












《陕西宪政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报告书》民事习惯类, 第 55 页韩城; 第 29 页高陵; 第 39 页宝鸡; 第 35 页华
州; 第 33 页大荔。
《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 1221 页长武县; 华源实业调查团《陕西长安县草滩泾阳县永乐店农垦调查报告》第 47
页, 南京, 该团 1993 年发行。
《中国经济年鉴》第七章《租佃制度》第十七节《陕西省租佃惯例》。
《樊山政书》卷 2《批乾州孙牧禀》。
《陕西宪政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第一次报告书》民事习惯类, 第 17 页麟游; 第 27 页兴平; 第 29 页高陵。
《樊山批判》卷 10《批杨秉信呈词》; 卷 10《批冯修安呈词》(之一) ; 卷 10《批王福茂呈词》。
拙文:《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 年 1 期。
光绪《三原县新志》卷 8《杂志》; 又参拙文《陕商主体关中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 2 期。





制的认识。例如: 地租形态, 陕西各地的一般田地中货币地租最为稀少, 但在学田、义田、族田等
类田地中却较多, 在“伙盘地”中更是普遍采用; 如此, 则货币地租的有无与多少在经济发展水
平不同的地区之间 (关中与陕南陕北) 差别不明显, 而在某些所属关系不同的田地之间差别显




带; 而且有的类型之间也有相通的地方, 例如, 陕南的永佃权曾获得高度发展, 有的佃户加强了
对所租田地的控制甚至部分拥有; 陕北“按庄稼”这种租佃方式又与雇佣制接近; 而耕者一般有





用, 必须具体地加以谨慎分析, 究竟样本有多少? 样本到底来源于哪个地区? 是如实地说明了
某个地区的情况, 还是又可以代表全省。众所周知, 对同一类型的各种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可以
使人们统观全局, 不囿一域之见; 但若类型不同而强行综合均平, 则是鱼珠混杂, 其结果既不能
代表此, 亦不能说明彼。
关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核心问题, 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早在 30 年代
的社会性质论战中, 有人认为, 农村土地问题严重, 地权集中, 强调解决租佃关系的重要性, 如
蔡树邦认为,“佃农问题, 实为目前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底中心问题。”①而另有人认为, 当时中
国农村经济“问题的中心”,“并不再是土地所有形态、地权、租佃关系等等”。建国初土改完成之
后, 后一种观点在大陆销声匿迹, 但在海外仍有延续; ②前一种观点几乎为所有的论著所接受。
本世纪前期的陕西农村经济表现出不同的区域特征, 其中陕北、陕南租佃关系盛行, 陕北
如米脂县的佃户中, 有些是一、二十年以上的长佃, 甚至有世代相承者; 在所谓的“死租”情况
下, 往往是地主有肆意撤佃的自由而不是佃户有永佃的自由; 在“按庄稼”中, 不仅“伙子”本人
平时须为地主劳作、服务, 而且“伙子的妻子, 平日也有供地主使唤的义务”③。在陕南, 租佃关
系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在后来却发现逆转, 至本世纪前期, 至少有些地区已经主要采取分
成租佃方式, 且“力役之剥削”依然存在; 同样, 佃户的“妻媳有为地主作女佣及奶妈之义务”(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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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民的拥护, 并最终取得了胜利。①然而在关中, 并非租佃制不存在, 但相对于小农自耕与雇









析, 关中的地主雇工经营也是保守的、落后的, 并且根深蒂固, 一直延续至本世纪前期。
首先, 对劳动力的选择主要不是以其劳动技能的高低, 而更加注意的是雇工的人品及其与
自己的亲疏关系。清代道、咸年间关中经营地主杨秀元在他的《农言著实》中即强调雇工的品行
及其与自家的亲疏关系。值得注意的是, 直到本世纪 80 年代, 在陕西农村再次涌现的雇工经营
中 (不仅仅限于农业) , 仍有该方面的烙印。据调查, 业主“雇用的工人, 多数是自己的亲朋好友,
认为这些人听话, 给他坏不了事。雇用管理人员, 一般都是以与自己的关系亲疏为标准, 在一些
重要岗位上总是由家庭成员和信得过的亲友掌管”。甚至还存在着家长式管理,“家长就是厂
长, 一人说了算”,“在企业管理上, 是封建宗法式的家长制和现代一般管理方法的结合”。③ 其
次, 是劳动力的过度投入, 未能避免所谓的“过密化”问题。黄宗智先生曾根据华北研究指出, 经
营式农场的劳动力使用能够“避免家庭式农场的劳动过剩”, ④但关中却非如此, 杨秀元对如何
节省连马房油灯何时熄灭都有叮嘱, 却对辞退雇工绝少提及, 农闲时长工无农活, 便设法找活
来做, 以致于派往田间去捡砖头瓦片,“农人无闲日”是他的劳动力使用哲学。这种现象不止杨
秀元一人, 也不限于晚清时期, 解放前关中东部的地主经营经验就有——“没粮, 别让伙计饿
着。没活, 别让伙计坐着”——之说, 尽量安排长工多干活, 至于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收益, 却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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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劳动, 除了耕作土地之外, 还有磨面、作饭、抱娃、喂猪等奴隶式的家务劳作”, ①说是“奴隶









这种社会中, 两相比较, 租佃关系并不一定盛, 而雇佣关系并不一定衰 (如关中) ; 相对发达的地
区未必有更普遍的租佃制 (关中与陕南、陕北) ; 而相对落后的地区未必就没有更普遍的雇佣制
(关中)。农业中的雇佣制与租佃制作为土地“所有者”与具体生产者的结合方式, 在中国可谓渊
远流长, 具有共时性, 两者均有极强的适应性与变通性。雇佣制未必一定进步, 而有的学者也指
出, 租佃制也未必落后, ③ 社会由落后转入先进并不见得必须以雇佣制代替租佃制。我们以往
习惯于从雇佣制的视角讨论中国向近化化的迈进, 这本身无可厚非, 但难道租佃制可以规范社




会迈进, 不能简单地从租佃制或雇佣制中做出判断与抉择; 若要就这一角度而言, 问题的关键
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建立于何种运作机制之上的租佃制与雇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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